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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拥护与宣传“一国
两制”

“一国两制”方针在实践中
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在解决香港
问题过程中率先付诸实践。中央
决定在 1997 年恢复对香港行使
主权的信息，邓小平很早就向

“宁波帮”作了传递，与包玉
刚、马临、王宽诚等人稍有谈
及。1982 年 2 月 8 日，邓小平在
中南海会见包玉刚，并且把收回
香港消息告诉了包玉刚，并要求
包玉刚把信息传告香港的朋友
们，说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制
度不变。包玉刚的女儿包陪庆在
回忆父亲时曾经这样说：“1982
年 2 月 8 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
见了爸爸。这一回，邓小平告诉
爸 爸 一 个 重 大 的 决 定 —— 在
1997 年收回香港！”“爸爸得知
这一确切消息比外界足足早了七
个月。……这次，邓小平把这个
重大决定在第一时间告诉了爸
爸，可见爸爸在中共领导人心目
中的地位。邓小平同时请爸爸转
告香港朋友，说中国收回香港之
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同年 6 月 5 日，邓小平邀请
马临到北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
话，邓小平告诉马临，香港问题
将在明年和稍后一些时间解决。
如果中国再不收回香港，人民会
起来打倒我们。当马临亲耳从中
国最高领导人的口中听到香港回
归的时间表时，不禁热血沸腾，
激动得彻夜不寐。稍后，6月 15
日，邓小平会见费彝民、王宽诚
等香港著名人士时正式通报香港
回归信息。邓小平说：“现在请港
澳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来京，因你们对香港情况了解，来
商量商量。我先把中央已决定的
原则与大家讲一讲：到 1997年必
须收回香港主权，这是原则问题，
不可讨论的。但对香港仍要继续
维持自由港、贸易金融中心不变，
即根据宪法草案第三十条，原对
台湾的也可用之香港，使其继续
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过渡时
期若干年，5年、10年使香港更
安定更繁荣。”

邓小平对包玉刚、马临、王
宽诚、安子介等人谈话，表明收
回香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
此，“宁波帮”十分了解中央的
决策，接受“一国两制”的构
想，他们拥护中国政府“一国两
制”的构想，对于党和政府解决
香港问题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步
骤十分支持，在不同的场合宣传
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和解决
香港问题的各种方针政策。王宽
诚、包玉刚都发表谈话，表示坚
决拥护“一国两制”的方针。
1982 年 11 月底，王宽诚参加五
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在接受记
者采访中就提到：“收回香港主
权，理所当然。”1984 年 7 月，
王宽城亲笔撰写文章认为党中央

“英明地创造了‘一国两制’的
政策，对世界和平具有国际重大
意义，同时又是解决香港前途问
题——即恢复中国的主权和保持
香港的繁荣和安定并五十年不变
的最佳方法”。这年 9 月 27 日，王
宽诚说：“近几年祖国曾通过种种
途径深入了解和听取港人的意
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提出‘一
国两制’，在一九九七年后保持现
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法律制
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并把这
些要点全部列入联合声明内，这
样既符合香港居民的意愿，又可
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

包玉刚返回香港后，积极宣
传“一国两制”重要思想和观
点，他认为邓小平重申的“五十
年不变”有两层意思：“一国两
制”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改变。只有
后一个“不变”，才能保证前一个

“不变”。并且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
为此出巨资收购会德丰，震撼了整
个香港。《新闻周刊》对此评论说：

“对于包玉刚来说，这是一个更为重
要的决定。他将资金投放在 1997年
将回归中国的香港……他对将来的
香港作为最佳投资地点充满信心。”
这表明包玉刚将资金投放在一九九
七年将回归的香港，弥补了英资从
香港撤出的空隙，坚定了其他投资
者的信心，为香港的繁荣和平稳过
渡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进中英谈判中尽
心力

从 1982 年 9 月 22 日起，中英
两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开始了两
年的反复交涉和谈判。至1984年9

月6日，中英会谈共举行22次，最
终形成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
合声明和 3个附件。当然，中英谈
判并不一帆风顺，英国政府企图采
取各种形式来阻挠中国顺利恢复行
使主权。“宁波帮”为推进中英谈
判作出了努力与贡献。

中英谈判一度出现僵局，包玉
刚穿梭于中英两国高层之间，传递
中英双方在公开场合都不便向对方
传递的信息，对解决谈判中的一些
问题起到了润滑作用。英国外交大
臣贺维曾经对包陪庆说：“你父亲包
玉刚先生，不但是邓小平的朋友，也
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信任。
他在谈判的几年中，两地穿梭，起了
很大的作用，有如机器润滑剂，增进
双方的信任。同时，包玉刚还通过自
己与美国总统里根的关系，向撒切
尔夫人另一只耳朵传递有关中国的
信息。”包玉刚自己说：中英谈判开
始后，我在伦敦和北京穿梭了几次，
以考虑谨慎的方式尽了绵薄之力。
他的女儿包陪庆也富有赤子之心，
为中英谈判的顺利进行，经常陪着
父亲去北京、英国和美国，曾多次陪
同父亲在北京接受邓小平接见。包
陪庆曾经说：“确实，那时候，我常陪
着爸爸穿梭于伦敦和北京之间，甚
至还去美国白宫见里根总统。爸爸
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站在国家的
立场，向英国政要们解决中国人的
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华民族的
精神及统一国土的决心。爸爸同里
根总统、撒切尔夫人、英国外相贺
维等人的私交都不错，他的话他们
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三、《基本法》制定中作
贡献

中英正式签署并批准《中英联

合声明》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的工作，便提上议事日程。
1985年4月，六届三次全国人大决
定成立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简称“草委会”），负责基本法的
起草工作。12 月，经“草委会”
决定，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咨委
会。并从次年 7月 1日起至 1990年
2 月，起草工作历经 4 年 8 个月。

“宁波帮”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 起草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具体条文起草。《基本法》 专门起
草委员会委员由 59 人组成，其中
23 名 为 香 港 委 员 ， 涉 及 各 界 精
英，宁波人为 4 人，占 17%多，他
们是包玉刚、安子介、马临、邬维
庸；其中 5位 《基本法》 起草委员
会副主任中，2位是宁波人，他们
是安子介和包玉刚。

“草委会”制定了工作计划，
设立由内地和香港共同组成的五个
专题小组，分头起草各自承担的法
律条文。马临为五个港方召集人之
一，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道
负责“香港特区教育、科学、技
术、文化、体育和宗教小组”，起
草 《基本法》 第 6章。小组成员有
宁波人邬维庸等 7人。钱伟长、马
临主持下的教科小组广泛征求意
见，聚会 12 次，逐字逐句地讨论
修改 《基本法》 第 6章的条文，三
易其稿，提交起草委员会的第 5
次、第 6 次和第 9 次全体会议讨
论，最后获得通过。香港基本法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苕华，给予
很高的评价：“在咨委工作中，我
较专注基本法第六章，这章包括教
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
工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有关的
各界人士踊跃提出意见。咨委会搜
集大家的意见上交草委会，所有意
见都被草委会接纳。可以这样说，
基本法第六章，香港人怎样说，就
怎样写的。”马临的工作十分认
真，他的工作作风受到同仁赞扬。
法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
德为起草组成员，他对马临细致周
详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曾回忆说：“每次开会，召集人
总要拿出一个议题进行讨论，开完
会后，总要发个纪要……我觉得他
办事认真。”

2、热心 《基本法》 咨询委员
会工作。为吸纳香港各界对《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意见，基本
法起草委员会于 1985年 7月 2日至
5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议
决，决定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询
委员会”（简称“咨委会”），由香
港 各 届 人 士 180 人 组 成 ，“ 宁 波
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安子介、

董建华、邬维庸、吴光正参加基本
法咨询委员会工作。安子介被委任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
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宽诚被
委任为副主任委员，董建华、邬维
庸、吴光正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
员。

1985 年 12 月 18 日，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
立，王宽诚以“咨委会”副主任委
员的身份致欢迎词，安子介作为咨
询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讲话。咨
委会中“宁波帮”人士很投入，他
们倾听香港各界意见，提出建议。
安子介多次主持咨委会会议，主持
咨委会与草委会交流。1989 年 11
月中旬，安子介就组织了 40 多名
咨委会委员、8个专题小组，赴广
州与草委会专题小组及秘书处负责
人进行了 5次有意义的交流。在以
后形成的 400多份意见和报告中花

了不少心血。比如，草委会“教科
文”小组评选区旗、区徽，安子介
就征求各界意见，为草委会提供参
考。王宽诚结合香港实际情况，进
行深人研究，提出了《关于香港土
地政策的意见》，在七届三次全国
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二节“土地契约”中，可以
看到与王宽诚的《意见》精神相一
致 的 条 款 。 比 如 ， 王 宽 诚 关 于
1997 年后土地政策的建议中，提
出“保持现行补地价政策不变”，
在基本法的一百二十条、一百二十
一条中得到体现，明确指出 1997
年6月30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约和
土地契约有关的一切权利，继续予
以承认和保护。

四、香港政治体制确立中
起重要作用

“宁波帮”在香港新的政治体
制确立中起了重要作用，体现在两
个方面：

一是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组
建。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于 1992
年 10 月 7 日 抛 出 所 谓 “ 政 改 方
案”，对香港的政治构架和选举制
度作出了重大变革，使香港的平
稳过渡遇到了重重困难，严重背
离了香港的基本法，丢弃了香港
民 主 化 “ 循 序 渐 进 ” 的 发 展 原
则。彭定康的倒行逆施行为，迫
使中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反应，采
取“以我为主”的方针，做“另
起炉灶”的准备，其中最主要措
施是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备
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宁波帮”人士积极参加筹委
会工作。1993 年 7 月 2 日，八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定，成立香
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

委员会并通过预委会 57 名委员名
单，其中内地委员 27 人，香港委
员 30 人，香港人士超过了 50%。
钱 其 琛 为 主 任 ， 7 人 为 副 主 任 。

“宁波帮”人士安子介任特别行政
区预委会副主任委员，邵逸夫、曹
光彪、邬维庸、吴光正任香港特别
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及预委会委员，
范徐丽泰应邀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预
委会委员，她说：“本来已不准备
再做什么事，辞职后觉得应该休息
了，但英国人处处不合作，香港要
做的事又太多，样样都要从头做
起。在这风风雨雨的时候，如果我
不站出来，就会对不起自己的良
心。”根据会议精神，预委会下设
政务、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及
保安等 5 个专题小组。“宁波帮”
代表范徐丽泰任社会及保安小组港
方召集人，邬维庸任文化小组港方
召集人。预委会成立后，几个小组
紧锣密鼓开展工作。范徐丽泰与邬
惟庸积极地进行工作。

1995 年 12 月 28 日，八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批准 150位香港和内地
的各界人士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
委员会委员，钱其琛为主任委员，
王汉斌等 9人为副主任。内地委员
56 人 ， 约 占 37% ； 香 港 委 员 94
人，约占63%，94位香港委员都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宁波帮”杰出
人士安子介和董建华被任命为副主
任委员。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关于推选委员会产生办法的原则
设想》 的决议，1996 年 11 月 15 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推选委员会
正式成立。由 400名委员组成，集
合了香港各界精英，“宁波帮”人
士安子介、范徐丽泰、周亦卿等参
与推委会工作。特首候选人是香港
人自己提出来的，经过推选委员会
通过的是 3人，他们是董建华、吴
光 正 、 杨 铁 梁 。 1996 年 12 月 11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产生办法》 的有关规定，经过 2个
多小时的选举，董建华得 320 票，
以 80%的绝对优势当选为香港特
首。同年 12 月 16 日，国务院任命
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
政长官。

二是参加临时立法会的组建。
199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 作 出 港 英 最 后 一 届 立 法 局 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终止的决定，并
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
会 （简称“临立会”）。这是确保
香港平稳过渡和特别行政区成立后
有效运作而采取的重要保证。同年
10月5日，筹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
的产生办法》。宁波籍人士范徐丽
泰为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构
作出了贡献。为避免特区成立时的

“法律真空”，必须要有一个立法机
关来审议通过保障特区政府成立时
正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法律。范徐
丽泰说：“临时立法会的成立是在
迫不得已情况下的补救措施，原因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主要是为了填
补香港法律上的真空，在特定时间
内通过一些法律条例，保证特区政
府成立后能作有效运作和为特区首
届立法会的顺利产生进行立法方面
的准备工作。”

1997 年 1 月 25 日，临时立法
会在深圳举行第一次会议，范徐丽
泰当选为临立会主席。在范徐丽泰
主持下，“临立会”做了不少工
作 。 比 如 ， 修 订 《香 港 公 安 条
例》、《香港社团条例》和通过《立
法会条例》等，并健全机构，完善
制度，与行政机构既制约又配合。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
议事规则》 等。自 1997 年 1 月到
1998 年 1 月，在范徐丽泰主持下，

“临立会”先后通过了特区政府提
出的 30 项特区运作必不可少的法
律。任期内，范徐丽泰主持“临立
会”审议了政府提交的 50 项主体
法案及358项附属法则。

（作者为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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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 20 年的
“变”与“不变”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
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齐鹏
飞指出，要科学地总结和揭示香港
回归 20 年来“一国两制”实践的
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科学地认识
和评价“一国两制”之新香港的

“变”与“不变”，作为继续前行之
借鉴。

先看“不变”的方面。香港回
归 20 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
地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特区
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香港
这颗“东方明珠”璀璨依然，作为

“国际经济中心”和祖国内地对外
开放的“窗口、桥梁、国际通道”
以及“超级联系人”的独特地位和
优势、特色依然。“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区制度有效运
行，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国际社会
给予高度评价。

再看“变”的方面。我们必须
正视，香港回归 20 年来，一方面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
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成功；另一
方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出
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是，这
正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所高度概括和揭示的——“‘一国
两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实践中
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是正常的”。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需
要不断探索前进。20 年来，香港
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这个阶段有
挑 战 和 风 险 ， 也 充 满 机 遇 和 希
望。”因此，必须对“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不忘初心、保持耐
心、坚定信心”，必须确保“一国
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会变、不
动摇、不走样、不变形”。

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指出，中
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
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
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
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机
缘、时运、窍门从来不属于这个事
业。只有依靠不屈不挠的坚韧、义
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
过去的革命如是，今天的改革依然
如是。

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这
种韧性又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
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共产党
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
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
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
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
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
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
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他们在
中华民族历史上展现了空前顽强的
生命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从来
不是一个妥协的团体，一个“老好
人”团体，而是一个斗争的团体、
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这
才是这个党力量的来源。

救亡不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1949 年
新中国成立，宣示救亡命题的终结
和下一个命题的开始。从 1949 年
新中国成立起，中华民族开始经
历百年复兴。前一百年救亡，后
一 百 年 复 兴 。 前 一 百 年 历 经 坎
坷，后一百年依然如是，但是中
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
不懈追求，这是一代一代承传的
不熄的火炬。

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是企业家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
表示，在全球化新时代，企业家必
须有新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说，产
业转型升级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
题是企业家的升级，即素质提升。

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业转型
升级主要是在众多企业家的带领下
实现的。企业家以什么理念办企
业，以什么方式获取利润，决定了
产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家的时间眼
界更决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企业家都注
重于获取短期利润，一心想“赚
快钱”，那么，产业就难有真正的
核心技术积累。产业核心技术的
形成无不是企业家创新“耐心”
的产物，没有执着的“耐心”，就
难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国根基的产
业。

“宁波帮”与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实践。“宁波帮”

在香港有一定地位，不仅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在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宁

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包玉刚、安子介、马临、董建华、范徐丽泰、邬惟庸等，积极落实“一国

两制”战略构想，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拥护《中英联合声明》，在《基本法》制定中认真负责，对于

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临立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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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帮博物馆展厅，有一块长长的区域专门展示香港“宁波帮”人士在促香港回归过程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资料图）


